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是在城市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名词，外

延广泛，却缺乏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公共空间常常被等同于“开

敞空间”(open spaces) 或“公共可达空间”(publicly accessible 

spaces)
[1]2463-2490

，即向公众开放、具备可达性和公共用途的场所，这

构成了对公共空间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
[2]
。从社会学的角度，公

共空间被认为是公众自由表达观点、社会体现民主之所在，它可以

是一种形而上的“公民空间”(civic space)，不一定与物质形态相关 ( 例

如：“网络空间”)
[3,4]

。也有研究者以“产权”(property rights) 理论来

阐释公共空间 ：由公共部门拥有的空间是公共空间，由私人部门拥

有的则是私人空间
[5,6]

。

综合以上观点，理想化的公共空间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所拥有并

管理，向公众开放并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用途，反映平等、民主、自

由等公民精神的空间场所。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公共空间很难界定，

公有产权的空间时常由私人企业投资兴建并经营
1)
，就其产权而言属

于公共空间，其经营权与管理权则属于私人机构，即“公共空间的

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7]
；与此相对，许多私人拥有

的空间则提供着广泛的公共用途，就其产权而言属于私有财产，但

在其物质外观和使用上则符合对公共空间“约定俗成”的认识，这

类空间时常被称为“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以下简称为 POPS)
[8]
。本文主要对“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

这一现象进行案例分析与评述。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中文研究文献里，

“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已成为一种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
[9,10]

；而“私

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由于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在中国当代

城市文脉下尚难以明确界定
2)
，但这种现象在西方城市所产生的问题

与争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管理，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因而值得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1  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的演变

最近 50 年间，“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在西方城市广泛兴起。

由于公共财政的萎缩，公共空间和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公

共产品一样，由传统上主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越来越多地转变

为由公私合营机构乃至完全的私营部门来投资、兴建、管理。以新

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被认为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主

要原因 ：新自由主义倡导私人部门对政府公共职能的“接管”，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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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利用私人资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
[6]
。同时，全球化加速了资本的流

动和跨国企业的成长，地方政府从关注地方

公共利益转向极力参与跨区域乃至跨国的经

济竞争，因此，城市空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

吸引投资的工具，而非社会交往的场所——

为确保投资的安全与回报，代表“市场力

量”的私人部门的介入被认为是一种必然选

择
[11]

。后现代城市发展的日趋复杂与不确

定性也使很多传统的公共空间呈现出衰落和

不安全感(如街道环境缺乏维护、治安恶化)，

迫使公众转而寻求“更整洁、更安全”的社

会交往场所 ( 一般而言，私人拥有的空间场

所比纯粹的公共空间更易满足此要求 )，这

对 POPS 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2]

。

除却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原因，

美国的区划法(zoning ordinance)
3)
直接孕育

并催生了 POPS。区划自 1916 年在美国纽

约首次实施以来，使美国城市产生出了世

界上数量最多的 POPS ：纽约的曼哈顿、布

鲁克林、皇后区拥有超过 530 处，旧金山

市中心拥有近 60 处，西雅图市中心拥有近

30 处⋯⋯
[13-15]

；在美国一些中小城市，例

如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Austion)、田纳西州

的纳什维尔 (Nashville)、佛罗里达州的坦帕

(Tampa) 等，都在力推自己的 POPS 建造计

划
[16]270-284

。本文以纽约市这一拥有世界上

最多 POPS 的城市为例，来分析 POPS 的

演变并探讨其引发的争议。

1.1  1916 年 ：POPS 的雏形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城市，在工业化和

城市化高速发展之下，城市的空间规划和管

制仍然处于粗放状态，城市中心区高层建筑

密集、开敞空间短缺、空气污染严重、环境

品质低下
[17]

。为改善恶劣的城市环境，纽

约市于 1916 年出台了国内第 1 部综合性

的城市分区规划法 (Comprehensive Zoning 

Ordinance)，即“区划”。区划以土地产权为

基础，对政府辖区内的所有土地的性质、建

筑高度与体量、开发强度进行了限定。纽约

政府希望通过区划的实施，增加城市空间的

“开敞感”(to create a sense of openness)，

并在城市街道引入更多的“阳光与空气”(light 

and air at street level)
[18]7

。

区划为保证街道有足够的开敞空间，得

到更多的“阳光与空气”，用定量的方式将

建筑的高度与首层开敞空间的面积联系起

来 ：建筑临街面退离街道边缘越远，建筑高

度可以相应增加越多。例如，在某些区域，

建筑高度与首层街道宽度的比例规定不大于

2.5—如街道宽度为 100 英尺 ( 约 30m)，

则建筑临街立面高度最大不得超过 250 英

尺 ( 约 76m) ；如果要提高建筑高度，则必

须退让更多的街道宽度。

区划实质上采用了“交易式”的经济

手段 ：以提供开敞空间 ( 公共利益 ) 来换取

建筑层数的增加 ( 私人利益 )。这种规定为

POPS 的出现打造了制度基础。

1.2  1961 年 ：POPS 激励机制的建立

区划自 1916 年实施以来，伴随着城市

的扩张，一直进行着动态的小规模修订。至

1960 年，政府当局组织专业团队彻底修编

区划，于 1961 年 12 月出台了新版区划 
[18]9

。

1961 版区划首次提出了“容积率”的

概念(FAR， the floor area ratio)，并借此大幅

提高了纽约市多个区域的开发强度 ：全市

共有 5 个区域被规划为“容积率 15 区域”，

另有多个区域被规划为“容积率 10 区域”

或“容积率 6 区域”。

1961 版区划延续了“用空间换面积”

的思路，它出台了“奖励性开敞空间”的规

定 (bonus open space) ：如在建筑首层提供

额外的开敞空间，则可按一定比例享受容

积率奖励。在不同的“容积率区域”，奖励

幅度不同 ：在“容积率 15 区域”，每提供 1

平方英尺 ( 约 0.09m2) 的开敞空间，可得到

3~10 平方英尺 ( 约 0.28 ～ 0.93m2) 的面积

奖励 ；在“容积率 10 区域”和“容积率 6

区域”，奖励幅度则分别为3~6平方英尺(约

0.28 ～ 0.56m2) 和 3~4 平方英尺 ( 约 0.28

～ 0.37m2)。新版区划同时规定容积率奖励

的最大上限为 20% ：例如，在“容积率 15

区域”，单块用地享受的最大容积率奖励不

得超过 3，则总容积率最大为 18。因此，“公

共空间—私人空间”的互换不再以“街道宽

度—建筑高度”来体现，而是以“容积率”

这一表达土地价值的指标来调节，直接反映

了这一公私利益交换机制的经济特性。

1961 版区划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奖励

性开敞空间”：1)“广场”(plazas)，要求是

“沿街进深不少于 10 英尺 ( 约 3m)，总面积

不少于 750 平方英尺 ( 约 69.7m2)，地坪不

得高于相邻街道平面超过5英尺 (约 1.5m)，

或者低于相邻街道平面超过 12 英尺 ( 约

3.7m)”( 图 1)；2)“( 建筑 ) 骑廊”(arcades)，

要求是“沿街或广场形成连续开敞面，内部

空间净高不低于 12 英尺 ( 约 3.7m)，全天候

1  “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类型之一 ：广场，纽约 2  “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类型之二 ：骑廊，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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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开放”( 图 2)。

纽约由此正式建立了POPS的激励机制。

通过这种机制，开发商可以“合法地突破法律

的规定”
[19]61-102

。美国城市研究者Whyte 
[20]229

评论道 ：“这似乎是个极好的点子。开发商

总想修得越多越好，那何不利用他们的贪

婪？规划当局于是制定了办法⋯⋯假如开发

商提供一个广场，或者一条骑廊，或者一种

类似的设施，他们就可以比原本规划允许的

修得更多。”

1.3  1961-1973 年 ：POPS 的泛滥

从形态的定义看，“奖励性开敞空间”

的认定标准十分简单，达到基本的要求 ( 进

深、面积、地坪高度等 ) 即可。新版区划更

将“奖励性开敞空间”认定为一种“依法当

然取得”(as-of-right) 的权利，即只要满足前

述认定标准，开发商即可按面积比例获得容

积率奖励，空间的具体设计和管理无需再经

过其它技术审查或行政审批 
[16]273

。

1961-1973 年，纽约市陆续定义了更

多类型的“奖励性开敞空间”，包括 ：“升起

式广场”(elevated plaza)、“穿越街区式骑

廊”(through block arcade)、“盖顶式步行空

间”(covered pedestrian space)、“下沉式广

场”(sunken plaza)、“开敞式交通广场”(open 

air concourse) 
[18]12-13

。这使“奖励性开敞空

间”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可以包括

建筑内部开敞式步行街、商业中庭、地铁的

地面出口等多种空间形态 ( 图 3)。

私人开发商很快发现“奖励性开敞空

间”极具经济价值 ：1) 与获取的容积率相

比，为修建开敞空间所支付的代价，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据统计，按照 1961 版区划

标准修建一处“奖励性开敞空间”的成本与

获得的容积率奖励收益之比为 1 ∶ 48
 [20]233

；

2) “依法当然取得”的设定，使开发商避免

了政府审批，只需将拟修建的“广场”或

“骑廊”的方案向纽约市建设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存档备案”，即可向规划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申请容积率奖

励，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的方案审查

过程 ；3) 更多类型的“奖励性开敞空间”的

出台，使开发商可以以多种名目申请容积率

奖励，而不论空间的开敞度或者公共性是否

真正满足公众需要。

基于上述原因，开发商对“奖励性开

敞空间”趋之若鹜，促成 POPS 大量出现：

1961-1974 年，纽约修建了 231 处 POPS，

其中包括136个“广场”和57个“骑廊”
[18]16

；

1966-1975 年，纽约中心区修建的 95 栋商

业写字楼中，有 67 栋提供了“符合要求”

的 POPS，并获得容积率奖励，其中绝大多

数奖励幅度接近20%的容积率奖励上限
[20]10

。

这一时期，被认为是POPS的泛滥期
[1]2463-2490

。

1.4  1975-1977 年 ：POPS 的改革

1960、1970 年代 POPS 的大量出现，

是否整体提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并促进

了城市公共生活，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

由于“奖励性开敞空间”的实际用途缺乏明

确的规定，许多 POPS 仅仅是一处“空洞

而单调的广场”。一些开发商认为在办公楼

前修建一个空旷的场地可以彰显一种“场所

的奢侈”，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因此

刻意避免增加额外的公共设施和用途
[22]141

。

而更多的开发商仅将 POPS 视为换取容积率

的工具，对空间品质毫不在意，他们在得到

容积率奖励之后，即将广场、骑廊用于“卸货、

停车、回车、转运垃圾、后勤通道”，而区

划则由于没有相关规定对此束手无策
[16]273

。

由于上述原因，在这一时期修建的许

多 POPS 没有实质性的公共用途，很难成

为供公众停留、休憩的场所。据统计，在

1960、1970 年代修建的 POPS 中，超过

50% 缺乏对公众的吸引力，甚至排斥公众

的使用
[23]332

——“许多空间只是混凝土铺

就的空地，它们对使用者来说显得荒凉、冷

漠、丑陋并令人沮丧。其中一些仅仅只是建

筑物边缘的剩余空地而已⋯⋯”
[18]16

( 图 4)。

由于缺乏真正的公共使用功能，许多空间沦

为毒品交易、拉皮条、乱涂乱画等行为的滋

生地，从而使公众更加避之不及
[19]86

。不法

行为的出现威胁到了开发商的利益，因此自

1960 年代后期开始，许多 POPS 开始采取

措施，防止“不当人群”使用，如设立栅栏、

移走可供人休憩的设施等
[1]2474

。这些举措

进一步强化了 POPS 的私人属性，降低了

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公共度。原本旨

在“用面积换公共利益”的 POPS，在盛行

一时之后，却成为“私人利益最大化、公共

利益有名无实”的真实写照。

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纽约市于

1975-1977 年对区划中“奖励性开敞空

间”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定义了“城市广

场”(urban plaza) 和“住区广场”(residential 

plaza) 两种新的形态，取消了绝大多数的“奖

励性开敞空间”，由此缩小了奖励范围。同

时新规定在 3 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改革。

3  “盖顶式步行空间”，世界金融中心，纽约 4  空荡而冷漠的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格雷斯广场，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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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设计标准方面，新规定制定了

6条评判原则：1)方位：确保广场有南向日照；

2) 数量：限制街道两侧的广场数量，确保每

一广场都能得到适当的围合 ；3) 形状 ：确保

大多数广场形状规整，在任何一点都具有视

线可达性 ；4) 比例 ：广场的面宽和进深比例

要适当，便于使用，具有视觉舒适感；5) 竖

向：严格限制不必要的地坪的升起或降低；6)

可达性 ：特别强调无障碍设计
 [18]17

。

第二，在设施方面，新规定有一系列

强制要求，包括座椅数量 ( 每 30 平方英尺，

即约 2.8m2 的城市广场，必须提供 1 英尺，

即约 0.3m 长的带状座椅 )、绿化 ( 乔木有最

小的树冠尺寸要求 )、照明和垃圾箱、铺地

(必须采用带有装饰性的耐磨材料)、铭牌(标

明广场内设施的数量、所有者和维护单位的

姓名、广场的公共属性等信息 )。新规定鼓

励广场四周建筑提供商业功能，以增强广场

活力，并鼓励设置喷泉、水池、雕塑、凉亭、

花格、露天咖啡座、杂货亭、遮阳篷、卫生

间等，严格禁止将广场用于卸货、停车、转

运垃圾等功能
[18]17

( 图 5)。

第三，在审批程序方面，新规定取消了

“依法当然取得”的设定，开发商必须向规

划局报送城市广场设计方案，经审查符合设

计标准，授予许可证，方能持证向建设局申

请开工。新规定还制定了“保证金”制度 ：

开发商必须向市政府预缴一笔费用，以确保

广场在建成之后提供必要的设施并得到适当

的管理
[16]274

。

1975-1977 年的改革，是对此前不合理

奖励政策的一种修正。它通过制定一系列的

设计标准提高了 POPS 的建设“门槛”，同

时在程序上将“备案制”转变为“行政许可

制”，增强了规划部门对 POPS 的管理。这

些修正在总体上提升了后来的 POPS 的物质

品质
[16]274

。

1.5  1977 年至今 ：POPS 的进一步修订

从 1977 年至今，POPS 的管理又陆续

经历了一些修订。其中之一是纽约市政府在

中心地区降低了容积率的奖励额度 ：在“容

积率15区域”，每提供1平方英尺(约0.09m2)

的开敞空间，现在最多只能得到 6 平方英尺

( 约 0.56m2) 的面积奖励 ( 原规定为 10 平方

英尺即约 0.93m2)，总体容积率的奖励上限

也从原来的 20% 降低到 6% 
[18]19

。

为防止 POPS 变为犯罪滋生的场所，

1979 年的修订授权某些 POPS 可以在夜间

关闭 ( 由所有者向规划部门申请 )；1996 年，

此项授权进一步扩展到了所有的广场，前提

是必须阐明夜间关闭是出于保证公众安全和

维护广场设施的需要 
[18]39

。

1970 年代以来，因为容积率奖励幅

度的下降和管理规则的细化，开发商建设

POPS 的热情降低，体现为新建 POPS 的数

量减少 ：1975-2007 年，纽约中心区新增

39 处“城市广场”和 59 处“住区广场”( 与

此相对应，在 1961-1974 年间，纽约中心

区修建了 231 处 POPS)
[16]274

。

2  POPS 的批判

自 1961 年建立 POPS 激励机制以来，

POPS 的规划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宽松到

相对精细严格的过程，POPS 的建设也从

1960、1970 年代的如火如荼发展到今天的

相对平稳。在半个世纪里，纽约市增加了超

过 530 处 POPS，平均每年新增超过 10 处，

在数量上 POPS 已构成整个城市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多以“广场”、“骑廊”

等类似形态出现，从整体上塑造出一种“体

系化”的城市公共空间意象。然而，在数量

之外，POPS 的设计与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能

保证空间的可达性、开放性、公共用途多元

化等要求？是否能真正地体现公共空间民

主、自由、平等的深层次特质？它目前的规

划监管机制是否能有效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这些问题，构成了对 POPS“公共性”

的质疑与批判。

2.1  设计、管理、公共性

1977 年以后的 POPS 在设计品质上有

很大的提升，具备了更好的视觉美感 ( 绿化、

照明、铺地标准的提高，水景元素的引入等 )

和便利性 ( 座椅、卫生间、咖啡座等 )，从

而有更大的可能令公众在其间聚集、休憩。

然而，由于 1996 年之后允许广场在夜间关

闭，许多 POPS 设置了大门、栅栏，而规

划管理部门并未明确规定此类障碍物的合适

尺度与形式，也未规定在白天是否应移除此

类障碍物。于是，大量的 POPS 被简陋的围

栏包围，仅在白天打开一扇铁门。这降低了

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达性，同时表达了一

种“象征性的领域感”：私人领地，限时开

放，非请莫入。此类空间被一些学者称为“堡

5  1975 年后修建的某广场的入口
处铭牌，标明了公共设施 ( 条凳、
座椅、树 ) 的数量，以及关于公
众可向规划局或者建设局投诉的
告知，纽约

6  铁门和围栏将公共空间变为
“堡垒化的环境”，纽约

7  围栏、台阶、灌木丛、升起的
地坪等降低了公共空间的可达
性，纽约

8  公共空间里的咖啡店蔓延现象，
纽约

9  处于电子摄像头监控下的
公共空间，纽约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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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化的环境”(fortressed environments)
[1]2474

，

它们源于私人资本对公共利益“先天的戒备

与排斥”，也象征着当代城市里人际关系的

疏离和对犯罪行为的恐惧
[24]

( 图 6)。

POPS 内的一些设施，也往往被用以强

化空间的私人属性 ：例如用矮墙、栏杆、遮

阳篷将公共座椅区域包围、覆盖起来，使之

与公共街道相隔离，减弱公众的视线可达性；

再用旗杆、抬高的地坪等元素加以限定，进

一步突出私人场所的领域感，使空间主要为

其所有者或者“购买者”( 住户、租户 ) 使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普通公众使用的机会
[25,26]

( 图 7)。

1977 年以后鼓励在 POPS 里增加商业

设施，如货亭、露天咖啡座等。从积极的方

面看，这有助于增加公共空间的活力，避免

其被用于停车、卸货等消极功能。另一方面，

POPS 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为了将商业价值最

大化，会倾向于将公共空间过度“蚕食与侵

占”以用于商业目的 ：目前在 POPS 里存在

一种所谓的“咖啡店蔓延”(café creep)现象，

即使用可移动的桌椅、围绳、横幅、标志等，

在广场或者骑廊中划分出一定区域专门用于

室外餐饮等消费功能。实际上，这样的“圈占”

一般应有一个附加许可条件 ：公众即使没有

任何消费，也可以无偿地使用被“圈占”的

场所里的桌椅。这是政府代表公众和 POPS

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签订的契约，目的在于

保护“非消费者”在公共空间的权益。但是

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约定都没有得

到过真正的执行。被“圈占”的部分要么直

截了当地拒绝公众使用其中的设施，要么潜

在地传递出一种信息 ：非消费者请勿入内
[9]

( 图 8)。另一个备受争议的现象是公共卫生

间的管理 ：规划管理部门指定某些 POPS 必

须配备公共卫生间，作为其申请容积率奖励

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实际情况是，POPS 的

管理者往往将卫生间锁闭，或者不做明显标

示，只供消费者或物业的租户使用，拒绝普

通游客或一些所谓的“不当人群”( 流浪汉、

乞丐 ) 使用这些“公共”卫生间
[18]59

。上述

种种现象，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公共空间的

商品化”, 即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已异化为必

须用金钱购买的商品，支付能力强的人群

享有使用公共空间的“特权”和“优先权”，

无力支付的人群的权益则被剥夺或者弱化，

这在 POPS 里是广泛存在的
[27]

。

POPS 的“安全管理”也常常构成对空

间公共性的挑战。为了加强对“不当人群和

行为”的监控和防范，POPS 大量使用摄像

监控系统 ：纽约中心区超过 95% 的 POPS，

安装有超过 2 个以上的电子摄像头
[1]2475

。

这种时刻处于监控下的环境被一些学者称为

“一览无遗的空间”(panoptic places)，意即

“被高度管控，缺乏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

的场所
[28]

( 图 9)。私人保安在 POPS 被大量

雇佣，他们的工作目的是维护 POPS 的所有

者 ( 而非公众 ) 的利益，他们遵循私人企业

的规定 ( 而非公共法规 ) 来管理空间。在大

多数情况下，POPS 的管理倾向于“排斥一

切威胁私人利益的潜在可能性 ( 包括行为和

人群 )”，例如“衣着不整、行乞、闲逛、喧

哗、玩滑板、骑自行车、抽烟⋯⋯”，其中

一些行为是否恰当 (例如“衣着不整、闲逛”)，

完全取决于私人保安的个人判断，因此在

POPS 里，私人资本对公共行为具有管理上

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对空间的公共性产生极

大的制约 ( 图 10)。

当代 POPS 在管理上的另一个普遍共性

是“去政治化”：即排斥涉及到政治或宗教

意识形态的行为和事件。由于 POPS 多处

于人流密集的城市中心区，易吸引政治集会、

演讲、游行、宗教宣传、散发传单、张贴海

报等活动。在现实中，基本上 POPS 的管理

者均将此类活动视为“非法”而加以严格禁

止。纽约市的记录表明 ：凡个人或团体通过

法律途径要求 POPS 保证政治或宗教观点的

自由表达，法院基本从未支持此类要求
[1]2480

。

“去政治化”的 POPS 因而无从表现公共空

间的民主、自由等深层次特质，在很大程度

上仅作为消费或者休闲场所而存在。

2.2  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1970 年代以后，政府部门对 POPS 采

用了方案审查以及行政许可制度，这在设计

层面确保了空间的公共性得以较好地体现。

10  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的行为管理规定
( 第 1 条为不准闲逛 )，纽约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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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述在 POPS 日常使用中存在的种

种问题，已然说明 POPS 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 ( 甚至抵消 ) 了其良好的

设计初衷，使空间的公共性被抑制乃至扭曲。

这其中 POPS 的私人所有者和管理者无疑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政府监管的

缺失和低效，也是造成此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按照纽约市的行政体系以及区划的相关

规定，规划局负责对 POPS 进行方案审批

和颁发许可证，建设局则负责保证金的收取

以及日常监管。这意味着建设局实际上承担

对 POPS 投入使用后的监察职责 ( 这与中国

不同，按照中国城乡规划管理规定，规划局

拥有从前期方案审批到后期规划监察的“全

过程”职权，并可通过“一书两证”、“罚款”、

“没收”等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职责的贯彻 )，

这在客观上，易造成政府监管前后脱节。到

目前为止，纽约市建设局并未建立起系统化

的、周期性的 POPS 现场监察制度，而主

要根据来自其它部门 ( 如规划局 ) 和社会团

体 ( 如社区委员会、市民组织 ) 以及市民个

体的“投诉”来了解情况。当收到投诉以后，

建设局再派遣“监察员”(inspector) 到现场

进行核实。这意味着建设局实际上并不在第

一时间掌握第一手的情况，使 POPS 的日常

使用状况不能及时、迅速地被了解，从而留

下大量管理上的漏洞
 [18]

。

当建设局确认 POPS 的所有者或管理

者违反区划规定、擅自改变公共空间的设

施和用途之后，可采用行政处罚的手段 ：对

于情节轻微者，寄送“违法通知”，责令改

正 ；而对于情节严重或多次违法者，可处以

2500～10000美元的罚款
[18]40

。罚款通过“保

证金”制度得以执行，但显而易见，罚款金

额很低，是否能遏制违法行为 ( 尤其是带有

经济目的的 )，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区划规定，如果“符合公众

利益”，POPS 的设施和用途可以按合法的

程序进行修改。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类修改

往往因为“理由不够正当、程序不够透明”

而受到公众质疑。这方面纽约最广为人知的

案例之一是 IBM 中庭 (IBM Atrium) 的修改。

IBM 纽约总部的中庭建成于 1983 年，它尺

度适宜、视线通达、拥有供公众使用的座

椅和零售货亭 ；中庭内栽植了 11 组挺拔的

竹子，茂密的竹林吸引了小鸟在此栖息，因

而在市中心创造了一处类似于公园的休憩环

境。它多年来一直是最受纽约人欢迎的公共

空间之一
[29]

( 图 11)。然而，私人开发商于

1991 年向规划局申请将 IBM 中庭改造为雕

塑展览场地，为此计划将竹子移除、减少座

椅数量、增加私人保安。开发商宣称 ：修改

并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高雅的雕塑展览可

以提高市民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能力。尽管遭

到公众的反对，规划局仍批准了开发商的申

请，最终的改造方案移除了 3 组竹子，以留

出更多的空地来摆放雕塑。改造后的中庭削

弱了原有的雅致氛围和自然生气，显得较为

空荡。尽管开发商宣称以文化为目的，但由

于雕塑可被出售或出租，因而此举某种程度

上是将公共休闲场地改为商品的陈列与展销

场所 ；同时由于经常性的布展需要，压缩了

公众正常使用中庭的时间和空间，使场所的

公共性进一步降低
[30]73-76

( 图 12)。此案例最

值得反思的是中间决策过程的公正性 ：按照

区划规定，规划局对于 POPS 的“微小修

改”(minor change) 具备自由裁量权，可以

直接批准方案 ；然而何谓“微小修改”、何

谓“重大修改”(major change)，取决于规

划局的自由裁量。规划局将 IBM 中庭改造

视为“微小修改”，在未经过公众咨询、听证、

公示等程序的条件下予以批准，引发广泛的

批评。它说明在现行区划制度中，公众对关

于 POPS 建设与管理决策过程的参与仍然是

有限的。

3  结论

纽约市的经验表明，POPS 的兴起是由

于城市管理者希望以“面积换空间”，增加

城市的开敞空间，同时让私人开发商获得相

应回报，从而实现双赢。但是，1960 年代

POPS 的泛滥表明，利用经济手段促进城市

公共空间建设，不能脱离城市规划的引导 ：

没有在规划和设计层面的细化要求以及行

政审批制度上的精密设计，POPS 极易沦为

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公共利益最小化”

的工具。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由于 POPS 奖

励制度属于政府所掌握的公权力，其核心是

对容积率这一公共资源的估价和交易，因此

必须严格把握交易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能

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 纽约 1960 年代修建

POPS可获得48倍于成本的收益，属于政府

对此奖励机制的滥用 )。最近 20 年以来，中

国的城市规划管理中，也已广泛引入容积率

奖励的手段，政府鼓励私人开发项目提供开

敞空间、底层架空、增加公共配套设施、采

用节能建设等，从而给予相应面积奖励。因此，

上述种种纽约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城

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除了实施层面的分析与总结，本文还意

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POPS 能在多大程度

上向公众开放并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用途，表

达平等、民主、自由的公共精神，由此真正

12  改造后的 IBM 中庭空间，用于雕塑品展示，纽约11  IBM 中庭空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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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的公共空间”，更多是指使用权、管理
权、经营权上的私有化，而非绝对意义上所有
权 ( 产权 ) 的私有。这是中国和西方城市的根
本区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代中文城
市规划研究文献中，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城
市公共空间的学术成果迄今还不多，除了一些
译自西方的成果 ( 例如：卡斯伯特和麦金内尔：

“公共领域和私人利益—香港的社交空间”，
见《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
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但对于“私
人拥有的公共空间”这一话题的讨论，则一直
存在，例如“中德文化网”(http://www.de-cn.
net) 的“个人拥有并公共使用的空间—上海
张家花园里弄的案例研究”、“新浪房产”(house.
sina.com.cn) 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 ：私人
拥有的公共空间”等等。

3) 区划法 (zoning ordinance，也称为 zoning act
或 zoning law，中文研究文献中常见为“区划
制度”或简称为“区划”) 于 1916 年在美国
首次颁布，后为西方许多国家所借鉴。它是用
法律手段来管理城市土地利用和建设的一种规
划法，它将土地按不同性质分类 , 对不同类别
的土地,规定土地使用强度的不同控制指标(如
容积率、建筑高度等 ). 从而实现政府对城市建
设的明确规划与有序控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制度，也被认为是借鉴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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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公共性”？纽约的案例似乎难以给出

明确的回答。从积极的方面看，POPS 在繁

忙的都市生活中构筑了供许多人休憩、聚集、

放松的场所，增强了城市物质环境的视觉美

感和通达性，这些，都是对城市公共生活的

贡献。另一方面，私人开发项目具有逐利的

本能，对公共利益存在先天的排斥，因此在

现实中，POPS 往往被营造成相对封闭 ( 对

“不当人群和行为”的隔绝与排斥)和单一(功

能以商业利益为导向，一切与此无关的用途

则被弱化 )。这些，体现出的是一种被“过

滤与管制”的公共性。

必须承认，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完美的

公共空间；POPS和其它许多空间形态一样，

同时具有“能动性”和“抑制性”，这反映了

当代商业文化的本质特征
[9]
。如何发挥POPS

的“能动性”又减弱它的“抑制性”，在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有效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制度。

从纽约的案例看，POPS在尺度、设施、细

节、视觉美感等方面的持续改进，得力于城

市规划管理的不断细化和强化。但是，公共

部门对POPS的建后监管仍相对低效和缺失，

对私人机构的日常运营，基本处于放任状态，

由此导致在日常使用中，POPS的公共性大打

折扣。更值得关注的是，对POPS使用功能

的更改，公众没有被赋予足够的知情权和话

语权，公共空间的利益取向被政府和开发商

两方面所主宰，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却沦为旁观者。因此，要创造真正的公共空间，

在“设计控制”和“建后监管”之外，更重

要的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观取向—从公共利

益出发的行政理念，才能带来有效的规划控

制和管理监管制度，才能由此创造出具备真

正公共性的城市空间。这是纽约经验带给我

们的最深刻的批判与启迪。

注释

1) 国内常见为 BOT 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
Build - Operation - Transfer。

2) 在当代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化的商业街区
(malled streets)、郊区商业卖场 (suburban 
shopping mall)、企业总部广场 (corporate 
space) 等空间形态正大量涌现。它们的共同特
点是 ：私人拥有、建设并管理，出于商业运营
的需要或城市规划的要求，提供公众可达的开
敞场所并承载一些公共用途。但它们和西方城
市的“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是有差异的 ：因
为中国城市土地的公有制，中国所谓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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